
 

1 
 

杨宇（2008）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 性格与文

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1 

（卷首语） 
 
 

杨宇 2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四辑终于完成了。这一辑的主题定为“性格与文

化”，与第一辑“自我与文化”、第二辑“面子与文化”，和第三辑“组织行为与文

化”一脉相承。我们保留了对文化研究的一贯关注和汇集经典文章的传统，同时，在

这一辑《评论》的编辑工作中，我们还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第一，

增加了为本刊原创论文的篇数，试图搭建一个更有特色的学术交流平台。第二，增加

了反映国内国际学术前沿的文章篇数，试图聚焦该领域的热点与难点。第三，更加重

视各篇文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该领域学术进展的背景和

脉络。 
 尽管如此，需要读者特别留意，这一辑《评论》所刊选的文章，并不能完整地

代表在性格与文化这个领域里最有“分量”的文章。近一二十年来，性格与文化的研

究在国内国际重新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热点，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出现，许多真正有分量、甚至已经有历史地位的研究在学术界内外也已经被广为了解。

我们想，与其出版一本重心在“总结过去”的论文集，不如出版一本更加“展望未来”

的论文集。我们依然重视介绍特定领域内的经典研究，同时，我们希望在这一辑《评

论》的卷首语中尝试勾勒出一个基于过去、面向未来的框架，把随后所刊选的文章仅

仅当作相关例子和窗口来看待，这样的一个组织方式，可能会更有效地推动我们对一

个研究领域的深刻理解，和更有创造性地开展新的研究工作。 
 这里，让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一辑《评论》选题的用意。性格与文化的研究传统

上一直都是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课题，经历过若干年心理学分支学科间的学术争论，人

格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越走越近（Swann & Seyle, 2005）。原因之一，是因为跨学科的

研究在学术界被广为接受。原因之二，是因为追本溯源，专注于性格的人格心理学与

专注于情境的社会心理学，本来就对行为以及其他心理因素有互补的解释功能。原因

之三，则是因为人格和社会心理学家都意识到，人格心理学所关注的个人的认知、情

感、动机，与行为特征等分析层面，与社会心理学所关注的人际、群体、群际、社会、

文化与历史等分析层面相互影响，互可借鉴。因此，我们还希望这一辑《评论》能够

进一步促进人格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文化心理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这篇卷首语的第一节，我将简要回顾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由于这一类研

究与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两个分支学科密切相关，在文章的第二、三节，我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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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讨论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近几十年来的发展路线，包括它们在演变过程中的主

要冲突以及解决方案。在第四、五、六节，我将简述进行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主要

思路。在文章的最后一节，我再讨论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一些最新进展以及亟待解决的

两个问题。希望这样的安排能够拓展我们对整个领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

和能够更有效地从这一辑《评论》随后所刊选的文章中获益。 
 
 
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 
 
 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始于我们对他人的好奇。作为个体，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兴

趣与生俱来，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文化中生活的相对类似的人，我

们也永远都会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或者在其他文化中生活的相对不同的人充满好

奇。我们与他们在性格上究竟有何相同或不同之处？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同或不同？这

些相同或不同会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我们应该如何与其他文化来的人相处？

追问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还可以为相关门类的科学研究提供

依据，就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往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这些问题，也恰恰就是性格

与文化研究的主题。 
在早期的中国学术史上，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在社会学、

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1939）、《乡土中国》（1948）、许烺光的

《中国人与美国人》（1953），以及比较中国人、印度人，和美国人差异的《宗族，

种姓，俱乐部》（1963）等书中，都对当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国民性格有过深刻的

描述，也在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除了这些学术研究，其他一

些作品比如林语堂的《吾国吾民》（1935）等，也同样包含了不少对上世纪早期中国

人性格与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 
在西方学术史上，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同样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上半叶，在当时的

美国和欧洲，有相当数量的人类学家参与了“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的研究。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是 Ruth Benedict 描绘日本人国民性格的《菊花与军刀》 
（1946），以及 Geoffrey Gorer 和 John Rickman 的《大苏俄人民》（1949）。根据

LeVine（2001）最近的回忆，上世纪 40 年代以后国民性格的研究式微，跟《大苏俄人

民》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令人不满的观点有极大的关系。除了单纯的学术争论以外，

Benedict、Gorer 、Rickman，以及 Margaret Mead 等从事性格与文化研究的知名人类学

家曾经受到美国军方资助，研究成果为冷战策略提供参考，也引起众多人类学家争议。

最重要的是，当时这几位人类学家并没有亲身到日本和苏俄等地进行人类学研究惯常

的田野调查，只是依赖于流落到美国的外国难民所提供的访谈资料，他们的研究成果

也因此为人诟病。 
这一时期的研究，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主要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作

家，以及其他民间人士完成，以描述性的工作为主。旨在通过科学手段尤其是实证主

义手段来描述、解释、预测，和影响人心理活动和行为的心理学家，并没有介入到性

格与文化的研究中来。在心理学内部，同性格与文化研究关联最密切的有人格心理学

和文化心理学两个分支，而这两个分支在上世纪上半叶，不论是在理论上、方法上，

还是实证资料的积累上都没有足够的准备。在下两节中，我们分别来看人格心理学和

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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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心理学的历程：特质论与社会认知论 
 
 人格心理学（或性格心理学）最早的目的在于通过科学的手段了解人与人在性

格上有何相同或不同。人的性格就像这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一样，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方

式来了解与掌握，假如我们没有今天的学术积累，一起回到百余年前，应该怎样开展

关于性格的系统研究呢？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应当是找到一个大家互相承认的、描

述性格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不同研究者进行的不同的工作才能够在一个主题

下不断积累和深入。 
 1884 年，曾经对心理学、社会学、遗传学、统计学、地理学等许多领域都有贡

献的 Francis Galton 在一篇探讨如何测量性格的文章里提到，我们可以从字典里找寻用

来表述人性格的词汇，然后通过这些词汇来找寻进行性格研究的基本分析单元。后来，

这样一个简单却天才的想法演变成了著名的词汇学假说（lexical hypothesis）：人与人

在性格上的差别一定会凝聚在人使用的语言当中，此外，一个差别越重要，人就越有

可能发展出更简单的词汇以更经济地来表达这个差别。虽然用来描述性格的方式可能

是无穷无尽的，但是任何一门语言里所包含的词汇却一定是有限的——它们全部都在

一部字典里，而字典里用来描述性格的词汇更一定是有限的，有了这个有限的范围，

我们就可以发展出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在随后的若干年里，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发展

出来的各种研究，我们可以通称为性格的特质论（trait approach）。 
从二十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几位著名心理学家开始从字典里找寻可以描述

性格的词汇，然后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这些词汇归纳到若干个主要因素上，再根据这

些因素制定各种量表来测量人的性格，最后运用到临床和进一步的研究当中去。比如，

Allport 和 Odbert （1936）首先从当时两部最大的英语字典中一共找到了近 1 万 8 千个

可以将人的行为区分开来的词汇，又把过于隐晦的和其它不大适合的词汇去掉，将它

们缩减到 4 千 5 百个与性格有关的词汇，主要包括象“外向的”、“友好的”、“诚

实的”等形容词，称之为特质（traits）。随后，Cattell 和他的同事们则从 40 年代开始，

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将这 4 千 5 百个词汇，再归纳到 35 个基本因素上，最后制定出心

理学界一直到今天都在使用的 16PF 性格量表 （Cattell, Eber, & Tatsuoka, 1970）。这一

段特质论发展的历史，有两篇文章做过详细的记载 （John, 1990; John & Srivastava, 
1999） 。 

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问题。 
1968 年，当时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青年人格心理学家 Walter Mischel 出版了一

本震惊学界的书《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在这本书里，Mischel 回顾了大量和性

格有关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时基于特质论发展出来的各种性格量表描述性格的能

力虽然尚可接受，预测行为的能力却非常低下。“外向的”、“友好的”，以及“诚

实的”等特质企图描述的是人的一些比较稳定的性格特征，然而人的行为却常常随着

当下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很难被特质准确地预测。 
 从表面上看，这本书只是在抨击当时急需改进的性格量表，在更深的一个层次

上，它却动摇了人格心理学存在的根本。倘若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和测量工具对心

理学最关注的对象“行为”的预测力不强，除非这些理论和工具能够尽快得到修改，

否则人格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虽然 Mischel 本人主张的是对理论和

工具的改良，可是这本书所带来的纷争，连他本人都没有想到。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许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都加入到了一场“性格与情境

之争（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的学术争论中来。虽然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在原则

上认同社会心理学之父 Kurt Lewin 在 1936 年表达过的一个观点，即人的行为由人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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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person）和人所处的情境（situation）共同决定。可是，在“性格与情境之争（the 
person-situation debate）”里，大家仍然为到底是人的性格更重要还是人所处的情境更

重要争论不休。这一段历史的细节，在晚近许多文献当中都有记载（Funder, 1999, 
2001; Funder & Colvin, 1991; Kenrick & Funder, 1988; Roberts & Pomerantz, 2004; Ross & 
Nisbett, 1991; Swann & Seyle, 2005）。这里，我们只考虑几个最主要的问题。 
 首先，性格与情境谁更重要本质上就是一个假问题。在实证研究当中，这个问

题的答案取决于性格与情境两类变量究竟是如何测量的，不同的测量方法会带来不同

的答案。其次，就算性格确实不能足够有力地预测人的行为，这个结论本身也不能说

明情境就是能够预测行为的更有力因素。实际上，如果把一些社会心理学经典研究中

情境的因素做一个综合的计算，我们会发现情境因素对行为的预测能力与性格因素不

相上下（Funder & Ozer, 1983）。因此，性格与情境谁更重要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性格与情境究竟是如何决定行为的。最后，“性格与情境之争”所关注的

核心问题其实并不新鲜，我们会发现，在发展心理学（Ceci & Williams, 1999）、组织

行为学（Davis-Blake & Pfeffer, 1989; House, Shane, & Herold, 1996）、行为遗传学

（Moffitt, Caspi, & Rutter, 2005）、态度的研究（Schwarz, 2000）、领导力的研究

（Vroom & Jago, 2007）等等领域从过去到现在，它的身影无处不在。Thomas Kuhn 
（1962） 曾经揭示过非科学因素在科学发展过程的影响，在这一场性格与情境之争的

背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学术争论对相应学科资源的影响。同时，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

David Funder 最近还谈到，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与性格与情境之争类似的争论想必在

未来也不会停息（Funder, 2006）。 
让我们再回到人格心理学内部，面对性格与情境之争，人格心理学家提出了两

种迥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经过进一步的改良，特质论的地位可以被稳固地保

留下来。到了今天，已经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改进后的各种特质论量表的确可以

预测在个体、个体之间，以及社会水平上的许多重要心理活动与行为（Ozer & Benet-
Martínez, 2006）。人格心理学家经过多年的一再努力，基本上确认了人对性格的描述

通过因素分析的手段可以归纳到外向性（Extraversion）、随和性（Agreeableness）、

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神经质（Neuroticism），以及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五个主要的因素上来（e.g., Digman, 1990; Goldberg, 1981, 1993; McCrae & 
Costa, 1985, 1999），这五个主要因素一般简称为“大五”。当然，“大五”是否真正

稳定，比如在英语以外的语言当中，是否还存在同样的五个主要因素，以及是否需要

修改因素的个数和含义等等，都是学术界仍在不断探讨和完善的问题 （e.g., Ashton, 
Lee, Perugini, Szarota, De Vries, Di Blas, Boies, & De Raad, 2004 ; Wang, Cui, & Zhou, 
2005）。 

另一方面，当年掀起巨大波澜的 Mischel 以及其他心理学家，又逐渐发展出一

套称之为性格的社会认知论（social cognitive approach）学说（e.g., Bandura, 2001; 
Cantor, 1990; Cervone, & Shoda, 1999; Dweck, 1996; Read & Miller, 1989）。到了今天，

Mischel 仍然坚持并发展了他当年的观点，那就是人的行为常常随着情境的不同而发生

变化，很难被稳定的特质准确地预测，因此，我们对性格的把握，应该从“如果（情

境）那么（行为）”的角度来看。比方说，说一个人比较内向并不一定是对这个人性

格的准确描述，这个人在面对同事时比较内向，面对家人时比较外向才是对这个人性

格的更准确的描述。此外，介于情境与行为之间，应该有一套复杂的认知情感单元

（cognitive-affective units, CAUs）来调控，它们可以用来具体解释某个人为什么在特定

的情境中会产生特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些认知情感单元又包括人对情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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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期待，以及人的价值观、能力等等内容（Mischel, 2004; Mischel & Shoda, 1995; 
1998; Mischel, Shoda, & Mendoza-Denton, 2002; Shoda & Mischel, 1993, 1998）。 

性格的特质论与社会认知论是今天的人格心理学里最重要的两套学说。如果我

们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至少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

特质论在人格心理学里有一段较长的发展历程，基于特质论的实证研究因此数量更多，

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加统一。相比较而言，社会认知论在人格心理学里的发展

历程较短，实证研究的积累相对较少，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第二，特质论主

要用来把握特质的主效应和人在具体特质上的个体差异，而社会认知论主要用来把握

在个体水平上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效应和个体内的变异。第三，特质论本质上还是一套

描述性的学说，而社会认知论由于强调认知情感单元等中介机制，它的解释功能更强

大。 
 
 
文化心理学的历程：维度论与动态建构论 
 
 虽然年代与背景都非常不同，文化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在发展历程上却有许多

相似之处。一般认为，文化心理学作为心理学内部的独立分支大约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

标志是一群对文化问题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共同推动了《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这本学术杂志的出版。刚开始的时候，文化心理学的目的也是在于通过科

学的手段了解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有何相同或不同，因此，跟人格心理学一样，也

必须要找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单元，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不同的研究者才能相互交流，

不同的研究也才能在一个主题下不断积累和深入下去。 
1980 年，荷兰社会心理学家 Geert Hofstede 出版了一本叫做《Culture’s 

Consequences》的书。在这本书里，Hofstede 整理了 IBM 公司对自己全球几十个国家

员工工作价值观的调查，提出这些国家（或者文化）在权力距离 （power distance）、

对不确定性的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和男性特质

（masculinity）四个主要维度上有所不同。其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不论是

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得到了最多的注意。通常认为，美国人和欧洲人的个体主义倾

向较为明显，而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的集体主义倾向较为明显。后来，个体主义与集

体主义这个维度在自我的领域里，又被 Markus 和 Kitayama （1991）引申出相互依存

与相互独立的自我构念 （independent-interdependent self construals），通常认为，美国

人和欧洲人相互独立的自我构念较为明显，而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相互依存的自我构

念较为明显。从上世纪 70 年来以来，许多文化心理学家又提出了更多其他有价值的维

度（e.g., complexity, Chick, 1997; high-low context, Hall, 1976; traditional versus secular–
rational values, and survival versus self-expression values, Inglehart & Norris, 2003; social 
axioms, Leung & Bond, 2004; tightness, Pelto, 1968; Triandis, 1994, 1995; conservatism, 
hierarchy, mastery, autonomy, egalitarian commitment, and harmony, Schwartz, 1992, 
1994）。这些维度，都被用来区分一个文化与另一个文化有何相同或不同，虽然各个

维度的内涵并不类似，我们可以把它们通称为维度论（dimensional approach）的学说。 
到这里，本来也没有问题。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对维度论尤其是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备受关注的维

度发出质疑的声音逐渐升高。比如，1999 年，Takano 和 Osaka 两位日本学者回顾了 15
项对比美国人和日本人的跨文化研究，发现美国人并不比日本人更倾向于个体主义，

日本人也更不比美国人更倾向于集体主义。同年，Matsumoto（1999）回顾了其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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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日本人在自我构念上并不显得比美国人更加相互依存，美国人也

并不比日本人显得更加相互独立。到了 2002 年，Oyserman, Coon, 和 Kemmelmeier 用
元分析（meta-analysis）的办法，回顾了大量关于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跨文化研究，

结果发现，这个维度并不能算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这些研究，在文化心理学和相关

领域当中激发出巨大的反响，到了这里，怎么办？ 
 与人格心理学面对困境的解决方案相似，一方面，维度论的地位仍然可以被稳

固地保留下来。比如，Schimmack, Oishi, 和 Diener（2005）重新分析了 Oyserman 等人

的数据，结果发现，如果控制住不同文化中的人回答问卷时的特定风格，他们在个体

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个维度上的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在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当中，

Kitayama 等人也发现，虽然美国人与日本人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量表上的得分均值

差异并不明显，但是美国人与日本人在这些量表上的分布差异却非常明显，美国人分

数的分布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维度上比较均匀，而日本人分数的分布在这个维度

上仍然倾向于集体主义。 
 另一方面，康萤仪、赵志裕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发展出一套称之为文化的动态

建构论（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学说 ，将文化心理学研究的天地大大拓宽。

根据动态建构论的观点（Hong, Morris, Chiu, & Benet-Martínez, 2000），文化并不是维

度论定义的静止的、宽泛的构念，它更加动态、不连续，是一套为人共享并内在化了

的松散网络，而这些松散结构，又由随着不同情境而变化的知识结构所组成。因此，

先前文化心理学所假设的不同文化在种种维度上的差异，会随着具体情境所蕴含的文

化含义而增强、消失，甚至是逆反。这一套学说，虽然发展的时间不长，已经有相当

有力的实验证据支持。 
文化的维度论与动态建构论也是今天的文化心理学里最重要的两套学说。如果

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横向比较，我们同样会发现它们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不同。第一，

维度论在文化心理学里的发展历程略长，基于维度论的实证研究因此数量更多，它们

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加统一。相比较而言，动态建构论在文化心理学里的发展历程

较短，实证研究的积累相对较少，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样。第二，维度论主要用

来把握特定维度的主效应和不同文化在这些维度上的差异，而动态建构论主要用来把

握在文化水平上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效应和文化内的变异。第三，维度论本身只是描述

性的学说，而动态建构论因为强调机制，它的解释功能更强大。 
 到这里，我们已经简要回顾了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人格心理学和文化心理

学各自的发展历程、主要冲突，以及解决方案，在接下来的三节里，我们为深入理解

性格与文化的研究进一步抽象出三种不同的思路，它们分别是特质论与维度论、社会

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和本土心理学三种思路，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就能对性格与文

化的研究有更宏观的认识，也更有可能开拓出崭新的研究方向。 
 
 
思路之一：特质论与维度论 
 
 从前两节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人格心理学的特质论和文化心理学的维度论这

两套学说的基本特征非常相似。比如，它们在各自的学科分支当中有类似的学术传统，

发展的时间相对较长，积累了相对较多的实证研究，研究方法也相对统一。此外，它

们本身也都是描述性的学说。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强调个体或者文化分别在具体特质

或者维度上的主效应，以及个体或者文化分别在具体特质或者维度上的差异。显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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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论与维度论最主要的差异，则在于特质论集中在个体水平上，而维度论集中在文

化、国家，和社会的水平上。 
 除了在这些特征上的相似之处，我们还可以把特质论与维度论抽象到另外一个

层次来比较。我们曾经提到，早在 1936 年，社会心理学之父 Kurt Lewin 就主张“任何

一个心理事件都同时取决于人当时的状态，以及人当时所处的环境，只不过在不同的

时候两者的重要性有所不同”（第 12 页）。这一段论述，也常常被简化成一个公式来

表达：B = f （P, S），其中的 B 代表行为，P 代表人的性格，S 代表情境，而 f 则代表

性格与情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公式在心理学的许多分支领域里都被视作一个基本的法

则，多年以来，人格心理学被看作关于 P 的研究，社会心理学被看作关于 S 的研究，

在“性格与情境之争”发生过以后，大家都认为两者只有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揭开 B
的谜底。 

这里，我们可以把上边的公式稍微作些转换，如果 B = f （P, S），那么 P = f 
（S, B），换句话说，人的性格也可以由人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决定。在特质论

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大五等主要特质，在维度论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个体主义集

体主义等主要维度。不论是特质还是维度，两者都是在 P = f （S, B）这个公式左边直

接关于 P 的研究，只不过一个集中在个体水平上，另一个集中在文化水平上。这一类

关于 P 的研究，也正是心理学研究过去最关注的部分，因此，特质论与维度论在心理

学理论上的生命力永远也不会消失，也一定会给心理学研究带来更丰硕的果实。 
在这一辑《评论》当中，我们选择了五篇与特质论与维度论特别有关的文章。

其中，张建新与周明洁（2006）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燕国材与刘同辉（2005）的文章运用典籍分析了中国古代传统的人格因素，苏彦捷

（2007）的文章解说了动物个体差异研究对人格心理学的贡献，张进（2007）的文章

理清了性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彭凯平与 Nisbett（1999，2000）的文章，则揭示了

中国人特有的辩证思维方式。 
 

 
思路之二：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 
  

在前文的讨论当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人格心理学的社会认知论和文化心理学的

动态建构论这两套学说的基本特征也非常相似。比如，它们在各自的学科分支当中有

类似的学术传统，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积累的实证研究相对还不够丰富，研究方法

较为多样。此外，它们本身的解释力应当更加强大。最重要的是，它们都强调个体或

者文化跟情境与行为的互动效应，以及个体或者文化分别在个体内部或者文化内部的

变异。显然，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最主要的差异，则在于社会认知论集中在个体

水平上，而动态建构论集中在文化、国家，和社会的水平上。 
 这里，我们同样可以使用 P = f （S, B）这个公式来进一步抽象社会认知论与动

态建构论两者的共通之处。如果说特质论与维度论都强调公式左边的 P，那么社会认

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则更强调公式的右边的 f （S, B），即情境与行为的互动反应，只不

过两套学说一个集中在个体水平上，另一个集中在文化水平上。这一类关于 f （S, B）
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在过去相对忽略了的部分。因此，虽然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

论尚未结出足够丰硕的果实，它们开创的可能性却无比广阔。 
在这一辑《评论》当中，我们选择了三篇与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特别有关

的文章。其中，王登峰与崔红（2006）的文章分析了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及人格与行

为的关系，赵志裕、康萤仪，以及 Dweck（1997）的文章是近年来性格内隐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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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随后，赵志裕、区颖敏以及陈静（2007）的文章通过实例解说了如何研究社会、

文化、和思想行为间的关系。 
 
 
思路之三：本土心理学 

 
如果 P = f （S, B）这个公式的左边已经有特质论与维度论的关于 P 的思路，右

边已经有社会认知论与动态建构论关于 f （S, B） 的思路，那是不是就已经没有别的思

路了呢？ 
不是的，近二、三十年来本土心理学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第三种思路。虽然 P 

= f （S, B）这个公式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简洁明了，但是在具体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

过程中，我们常常会发现，基于西方人和西方社会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理论与工具对于

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并不一定适用。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文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验证从西

方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各种心理学理论与工具在东方文化中的适用性。比如，一套理论

在美国得到了经验上的支持，心理学家会把该理论连同测量工具一起拿到中国来做验

证。在有些时候，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与工具确实可以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验

证，从而获得更普遍意义上的适用性，但另一些时候，这些理论与工具可能根本就无

法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和验证以适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同时，扎根于中国

人和中国社会中的理论与工具相对而言也越发显得薄弱。虽然心理学作为一门实证科

学源于欧洲，繁荣在美国，中国心理学家却有责任从头开始，发展出对中国人和中国

社会真正适用的知识体系。 
也是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一批中国心理学家特别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家，开

始对来自于西方的心理学进行深刻的反省，也开始将建设中国人的心理学作为自己一

生的志趣。早在 1972 年，同性格与文化的研究特别有关，李亦园和杨国枢在他们主编

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首先发出建设本土心理学的呼声。数十年来，以杨国枢、

杨中芳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心理学家在学术研究上不断自省，在制度建设上默默努力，

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这一辑《评论》当中，我们选择了四篇有助于理解本土心理学思路的文章。

其中，车文博（2003）的文章非常精炼地讨论了西方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及其整合

的可能，黄希庭（2004）的文章反省了性格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杨国枢（2006）的文

章回顾了关于性格的本土化研究的历史，杨中芳（2007）的文章则向我们展示了性格

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无限可能。最后，本文以及《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系列，也可

以看作对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一点贡献。 
 
 
性格与文化未来的研究 
 
 到这里，我们已经回顾了性格与文化的早期研究、人格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

发展历程，以及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我们之前的讨论都集中于对历史的宏观

认识，讨论的层次也非常抽象，用意在于理顺性格与文化研究的背景和脉络。在这篇

文章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性格与文化研究的其他例子，包括一些最新进展和亟待

解决的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很可能代表着性格与文化研究的未来方向，当然，它

们也绝不是性格与文化这个领域未来“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而只是种种可能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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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二十年来，性格与文化的研究在心理学界重新成为一个热点，除了一

些专门的学术书籍，还有《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和《Journal of Personality》等学术刊物分别在 1998、2000，和

2001 年出版了性格与文化研究的特刊。我们也会注意到，以“大五”为代表的特质论

尽管还有进一步修改的余地，但近年来日趋成熟，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比如，

一些人格心理学家已经使用由“大五”发展出来的问卷，测量了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

上万人的性格，又根据人们在“大五”上的平均分数，勾勒出了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性格轮廓，甚至基于“大五”平均分数的世界地图。这一系列非常有趣的工作最近连

续在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e.g., McCrae & Terracciano, 2005ab, 2006; Terracciano et al, 
2005）。这些研究发现，同亚洲人和非洲人相比，欧洲人和美洲人在外向性上的得分

较高，或者说，欧洲人和美洲人一般应当比亚洲人和非洲人更加外向，不同国家和地

区中的人在“大五”量表上得分的差异，也应该与他们在基因上、历史、知识、和价

值传统上的差异都有关联。 
这一系列的最新研究又有什么问题呢？可能性至少有两个，一个与“参照群体”

有关，而另一个与性格的“民间理论”有关，如果这两个问题的影响足够显著，就算

美国人在大五量表外向性上得分的平均值比中国人高很多，也不能说明美国人就比中

国人更外向，反过来，就算中国人在外向性上得分的平均值比美国人高很多，也不能

说明中国人就比美国人更外向，为什么呢？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系列性格与文化研究使用的测量工具和施测过程。从测量工

具来看，基于大五的量表通常直接问研究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同意“我认为自己是外

向的”，或者“我在聚会的时候通常跟很多人说话”等不同陈述。从施测过程来看，

测量工具先要翻译成不同文字，然后分别拿到不同文化中收集数据，最后再检验不同

文化中的人在特定性格因素上的得分有何不同。我们将要考虑的“参照群体”和“民

间理论”这两个问题都与大五的量表、以及它们在不同文化中施测时激活的特定心理

过程有关，两者都有可能影响性格与文化研究的分数和结论，我们首先来看参照群体

的问题。 
 参照群体（ reference group）是社会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的一个现象

（Festinger, 1954; Hyman, 1942; Latane & Darley, 1970; Sherif, 1936），它的基本原理很

简单：当我们对自己做评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拿自己跟他人，或者说一个特定的参

照群体做比较，当我们选择的参照群体有所变化，我们对自己的评价也会随之变化。

参照群体对跨文化研究的影响最早由彭凯平和他的同事们用实验的方法揭示（Heine, 
Lehman, Peng, & Greenholtz, 2002; Peng, Nisbett, & Wang, 1997），根据他们的观点，当

来自两个不同文化的研究参与者参加同样一个跨文化研究时，虽然面临的具体研究要

考察的维度相同，他们很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如果这两个参照群体在该维度

上预先的平均值显著不同，那么研究参与者在这个维度上得分的含义就很有可能被扭

曲，为什么呢？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当人们评价自己（或者他人）性格的时候，很可能会使用某一个特定群

体作为评价的依据。当我们说自己性格很外向的时候，其中默认的意思是我们比其他

某些人更外向。其次，当人们选择参照群体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

关系也最密切的一个参照群体。不同文化中的人参加同样一个研究，一般只会选择自

己文化中的他人作为参照群体，而不会选择其他文化中自己不熟悉的他人作为参照群

体。举个例子来说，当一个（居住在中国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的性格比较外向的时候，

其中默认的含义是自己比周围的同事、朋友、家人，或者其他中国人更外向，参照群

体是其他中国人，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比一个（居住在美国的）美国人更外向我们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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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因为这里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是两个互不关联的参照群体。最后，无论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在进行测量之前我们就可以假定他们各自已经有了一个外向性的平均值，

假设中国人其实非常外向（因此在外向性上假设的平均值很高），而美国人其实非常

内向（因此在外向性上假设的平均值很低），在参加测量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研究参

与者就可能会因为周围的中国人都非常外向而降低自己在外向性上的打分，来自美国

的研究参与者则可能因为周围的美国人都非常内向而提高自己在外向性上的打分。当

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简单使用“大五”量表来测量和比较不同文化

中人的性格差异可能非常不可靠，不一定能反映人们在性格上的真正差异。 
 另一个可能影响性格与文化研究的分数和结论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性格的民间理

论 （lay theories），或者说，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当中，大多数人是如何具体定义某一

个性格特质的。在一个文化内部，对某一个性格特质的具体定义应当有较长时间的发

展，并且被文化内部的人广泛接受，比如，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外向性是指一个人喜

欢说话，容易与陌生人沟通，以及喜欢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等等。在不同文化中生活

的人，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可能会发展出对同样一个特质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

不同定义，从而影响性格与文化研究的结果，为什么呢？我们对照参照群体的原理来

看。 
 首先，当人们评价自己（或他人）性格的时候，可能会直接使用某种民间理论

对性格的具体定义。参照群体的观点认为人们会拿自己跟一个特定参照群体在某一个

特质或者维度上作对比，而民间理论的观点则认为，人们会拿自己的具体行为跟该特

质的民间理论相匹配。比如，“喜欢说话”这样的行为，被大多数中国人定义为外向

性很高的行为，这时，我们并不一定要依赖于某一个参照群体，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

很喜欢说话，就可以直接认定自己非常外向了。其次，同参照群体的原理相似，当人

们评价自己性格的时候，更有可能只会选择自己文化里的民间理论，而不大可能选择

其他文化的民间理论。最后，当一个特质在不同文化中发展出来的民间理论非常不一

样的时候，来自于这些文化的研究参与者在该特质上的得分差异就很难解释。比如，

在公共场合表现自己的行为可能是中国人外向性定义的一部分，但并不一定是美国人

外向性定义的一部分，就算这个行为被中国人和美国人共同定义为外向性的行为，中

国人可能认为这个行为非常外向，而美国人可能认为这个行为仅仅是一般外向而已。

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认为，简单使用大五量表来测量和比较不同文化

中人的性格差异可能非常不可靠，不一定能反映人们在性格上的真正差异。 
“参照群体”与“民间理论”这两个问题使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大五量表在不

同文化中施测时激活的特定心理过程，这两个问题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很的解决，它们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也还不清楚。更有意义的是，这两个问题显然不

局限在性格与文化这个领域，它们在其他的跨文化研究当中也可能发生作用。因此，

对这两个问题更深层次的理解和突破，可能会是性格与文化、以及其他跨文化研究未

来发展的重要方向。结合前面谈到的性格与文化研究的三种思路，我们可以发展出什

么样的解决方案呢？会不会每一种思路都能提供自己的方案呢？会不会三种思路的综

合能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还是留给我们的读者来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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